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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技术？

气候适应？

秸秆、大蒜与青贮

来自中国云南村庄的应对气候变化实践



秸秆编织：应运而生

2018 年初，刘闯在组织第一期“秸秆编织专业学习班”的时候，原本计划

只培训 50 个本村村民。但没想到开课当天就吸引了附近 10 多个村子超过

200 位村民参加，最后不得不把 5 天的培训延长到 2 周，“屋子里坐不下，

差点连管饭的预算都不够。”

“洱源嘉艺手工艺编织专业合作社”的加工间就在刘闯家旁边。屋子面积不

大，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排合作社铭牌，上面明确标示着组织机构、理事长、

工作制度、档案管理、工作及财务制度。三四位村民此刻正在忙着编草垫，

手中的玉米皮绳辫与粗秸秆交织编缠，不一会儿功夫就能编出一圈新的垫体。

加工间后面是合作社的库房，里面整齐码放着已完工的成品：十几只尺寸和

形状各异的花瓶、一沓沉甸甸的蒲团和坐垫、各色草帽、拖鞋及篮筐——尤

其那种可以挽在臂膀里逛街购物的编织筐做得颇为灵巧时尚，似乎大有潜力

成为都市女性热爱的单品。合作社成员目前只是利用农闲时间不定期工作，

无法形成固定量产，因此这些漂亮的工艺品还没有大规模对外销售。刘闯和

村民们并不着急，他们近期的主要目标是突破技术瓶颈、精益求精、慢慢囤货，

等量上去了再接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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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理洱源县右所镇，秸秆编织本不是当地特有的民

间工艺，但因为大多数村民都会用芦苇编织草席，二

者在手法上有相通之处，因此学起来格外快。刘闯来

合作社的想法源于一次朋友的推荐，他和云南思力生

态替代技术发展中心（后面简称“云南思力”）的周

博士是多年的老朋友，“周博士有一次给我们推荐了

陕西临渭地区的秸秆编织非遗传承人，我们合作办了

第一期培训班，效果出奇的好。这位老师给我们的评

价也很高，说培训了那么多地方，我们这附近村民的

手艺算是初学者里最细腻精致的。”

洱源县位于大理州最北部洱海的源头位置，依傍着洱海上游最大的淡水湖茈碧湖。澜沧江支流之一弥苴河流经全县，在汇

入洱海之前穿过两片湿地（东湖和西湖），最终为洱海提供 60% 以上的水量。金秋 10 月，正值洱源县农事活跃期，目之

所及是成片待收割的金色稻田，天空清澄透明，能见度极高。沿着稻田远望，可以清晰看到地平线尽头起伏缓和的山脉。

在这样的景象里，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大概会很难想象，4、5 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路边堆着垃圾和动物粪便，处处滋生蚊虫

的地方。曾经每到秋天，洱源县一带最常见的景象就是村民在田间地头焚烧秸秆，秸秆烧到烟云缭绕，空气熏呛。而现在，

焚烧秸秆的现象几乎看不到了。

“现在你再去老乡家去看，秸秆都堆在后院准备用来编绳子呢。”过去用来烧掉的秸秆现在有很多汇集到了刘闯的合作社，

大部分都是从本村和邻近的村子收集来的。秸秆经由机器收割后，再进行剥皮和晾晒，还可根据色泽的具体要求选择是

否进行硫磺熏白。处理好的秸秆和玉米皮先被制作成麻花状的结绳，这是秸秆编织的最初级制作材料；熟悉工艺的村民

们用麻花绳再进一步编成各种产品。

和洱源县当地的居民聊天，大多数人都会告诉你，这些年来云南大理地方发展和产业结构改造、升级的政策，是以“环保”

为主旋律的。以往秋冬时节农村常见的秸秆处理方式就是焚烧；而现在中国各地为了治理空气质量均出台了“禁烧令”，

大理也不例外。近几年，在地方政府的严令禁止下，洱源县民间焚烧秸秆的现象几乎成为历史一去不返；大量的玉米秸

秆部分在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和 NGO 的帮助下实现还田，曾经的污染源变成培肥地力的增产措施；还有一些找到了其他

处理途径，比如发展壮大中的嘉艺手工艺编织专业合作社项目——这几乎可以说是“应时而生”的。



大蒜禁令：

一个县的“转型阵痛期”

事实上不只是秸秆。自 2015 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流域打响环境综合整治的“攻坚战”

以来，由于洱源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其土壤、大气和水都成为重点治理对象。2015

年，配合新修订的《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施行，大理州政府以环洱海

为重点区域，强化流域截污治污，率先对相关地带的农业、畜牧业、污染排放、农场

蓄污等加强了管制；两年后，《关于开展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核心区餐饮客栈服务业

专项整治的通告》推出，简称“三号公告”，洱海沿岸核心旅游区开始了大规模整顿；

2018 年 5 月 30 日，大理市政府公布《大理市洱海生态环境保护“三线”划定方案》，

强调洱海保护治理必须“减排”和“增容”双管齐下——“减排”是指截污治污体系，

减少入湖污染负荷，“增容”则是恢复被侵占的湖滨带，建设生态湿地，构建健康的

湖泊水生态系统。

“我们右所村可以说是为了洱海保护付出最多的一个村子，现在还在转型的‘阵痛期’。”

刘闯所说的“阵痛”，主要指的是去年地方政府刚刚颁布的大蒜种植禁令。2018 年 8

月 28 日，大理州委、州政府为响应洱海保护条例和其他相关新近推出的政策，出台了

“三禁四推”政策：即禁止销售使用含氮磷化肥、推行有机肥替代，禁止销售使用高

毒高残留农药、推行病虫害绿色防控，禁止种植以大蒜为主的大水大肥农作物，调整

产业结构、推行农作物绿色生态种植，推行畜禽标准化及渔业生态健康养殖。

在过去 20 年的时间，大蒜是右所村最重要的经济作物。由于土壤和水质条件优良，这

一带适合生长特级高原红蒜，每亩最高产值可达上万元。可以说右所村所在的整个右

所镇，包括邻近的邓川镇，在过去 20 年间都是依靠这种优质大蒜产业发展起来的，从

种植到加工和物流，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而现在，大蒜产业成了“三禁四推”、

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重中之重。原因是传统种植大蒜的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化肥、农



药及水，极易使得土壤富营养化，而且产生的尾水流入洱海，将进一步加重水中的氮磷负荷。洱源县处于洱海

水源上方，污染隐患比别处更高。因此从 2018 年底开始，右所村全面取消大蒜种植。事实上，整个洱海流域的

三营、牛街、茈碧湖、凤羽 4 个乡镇境内全面禁种大蒜，洱源禁种大蒜面积超过 10 万亩 。

忽然间，每年可以带给村民丰厚收入的主要来源消失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慢慢积累的产业瞬间清空，村民

的心里一开始不好受。刘闯今年春天和几位村民登山，爬到高处俯瞰村子全貌，可以看到不少老乡家中正在盖

房——这是村民富裕，手中有余钱的重要象征。而如今不让种大蒜了，这些兴建中的宅院还能不能如期完工？

目前，村子里的留守比例偏大，真正能走出去实现个人发展的还是少数，很多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还在本村本土；

那些子女上了大学或是搬进附近城市的家庭，其房贷、学费会不会因为一纸禁令而忽然断档？

“我们站在山上用手机拍了照片，决定明年这个时候再上来看看，有多少家已经完成了修宅，数量的多少可以

说明村子多大程度上走出了阵痛期。”刘闯和其他村民们在“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海”与种蒜致富的冲突之间，

选择了前者，并决定努力寻找转型的出路。尽管大蒜为当地带来了财富，但村民们也充分认识到，传统的种植

方式的确不可持续，不改是不行的。在刘闯这一辈人的记忆里：小时候，村里的水渠充沛且清洁，家里做饭都

是先把米煮上，火烧着就出去捞鱼，很快捞一条鱼回来做为主菜，做完鱼饭也好了，可是后来慢慢地就看不到

这样的场景了。



事实上，村民们的“环保”意识这些年来有明显的提高，尤其

对村里环境的劣化是有深刻感触的。村委会干部张鸣早些年做

环保相关工作，比如垃圾分类、污水收集的时候，他需要一家

一户动员，嗓子都会喊哑；而去年大蒜禁令之下，他本以为工

作难度会陡增，但没想到执行过程中会收获老乡的理解，听到

“保护环境还是重要的，你们不容易”这样的话。这和他们这

些年来一直持续不断的沟通、调整改进工作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理解都是一步步相互建立起来的”。

按照往年的光景，10 月的水稻、玉米收割完成后，就可以接

着种蒜了。而现在，除了刘闯合作社在做的秸秆项目之外，很

多人开始改种蚕豆；有些地势和气候条件格外好的地块，村民

用来尝试种植另一种经济作物：中草药。同时在“三禁四推”

政策氛围里，村里开始大量推广使用有机肥的绿色水稻种植，

此外还有少量生态种植的大棚蔬菜。

计划满满，但存在问题仍不少。比如刘闯的合作社目前面临的

最大困境是无法完全满足政府对扶贫、转型培训年龄要求的限

制。“他们要求培训 55 岁以内的女性，只有这样才会发放培

训补贴。可是年轻人要赚更多钱养家糊口，来学了以后也不一

定从事；反而是 50 岁以上的年龄段，在家留守的老人，时间

反而比较多，也更专心……我们也在和当地政府商量，能不能

灵活一点，给村里老人一些培训机会？”



洱源县村民在努力调整当地产业结构，适应当地环保政策的时候，绝大多数村民都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洱海，保

护当地环境；但很少有人会想到，小小洱源县这些年所发生的变化，其实全方位折射着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

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相关共识等方面所做出的政治承诺和一系列行动。

回溯洱源县的政策时间线，会发现它和国家层面协同治理空气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政策是高度同步的。

2014-2015 年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生根落地的关键时期，也是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十三五”环保规划酝酿和出台的窗口期。随后的 4、5 年时间里，中国相继出台或

修订了一系列旨在实现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空气质量改善等多重目标的重要法律法规，包括《大气污染防治

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试图将空气、

土壤、和河流湖泊，甚至辐射和噪音元素……纳入调整和改善的框架。中国国家层面的这些重要法律法规为中

国各地因地制宜出台地方法规提供了政策依据。

应对气候变化：

国家政策的地方折射



环境污染治理主要聚焦在国内，“应对气

候变化”则是一个全球议题。看似无直接

关系的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大的潜力进

行“协同增效”，环境污染治理也是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把手”。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洱源县完成了水源保

护、湿地保护、农田禁烧秸秆等一系列规

定动作，推翻了村民习以为常但难以为继

的粗放型种植、生产方式，将村民推到改

革和转型的聚光灯下，激励甚至在某种角

度可以说倒逼村民迈出改变的第一步。

从都市到农村，在中国，无数个像洱源县

右所镇这样村落，都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下

不约而同参与到这场应对气候变化的“大

合唱”中来。



适应、减缓与发展并举：
来自中国农业的解决思路



中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 98% 以上，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 70%，

同时区域发展也存在着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大国小农”的现实，为中国农业与气候变化

议题在科学和经济的考量之外添加了“人”和“发展”的因素。将农业纳入应对气候变化

的整体战略框架中，调整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同时，要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生计和生

活——这个问题在中国显得格外突出。

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发展中心（Pan China）的周晴博士对这一点体会最为深刻。周博

士 13 年前正式加入云南思力，以生物学专业的背景开始在当地乡村深耕，和思力其他同

事一起指导村庄、村民们做农药减量、昆虫防止、生态种植、气候减缓 / 适应等方面的项目。

她充分了解并见证了西南山区乡村的贫困程度，以及村民们压倒性的要“发展”的诉求。“有

些村子的贫穷程度是超乎城里人的想象的，例如有些村子 10 年前连电都没通，到了晚上

就漆黑一片；有些村子建在山坡之上，没有干净的猪舍，尽管小猪很开心的在山坡上走来

走去，可是到了雨季，坡上的猪粪猪尿会流到坡下的人家里，常有人因此而生病；甚至是，

临近昆明的个别村子几年前仍没有干净的饮用水，除了政府救济，村民在老房檐上用软管

接着雨水用…….”。

在过去，不论是农药减量还是昆虫防治，云南思力做项目的主要动因是健康。“但你会发

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往往不在乎什么农药污染、昆虫多样性，他们的第一诉求是吃饱肚

子，然后是致富和发展。”渐渐地，周博士和她的同事们开始在科学干预之外加入经济方

面的考量，在和当地老乡做项目时，将科技落实在经济效益里，才能令村民在适应或减缓



气候变化方面真正发挥他们的能动性。“过去我做项目碰过不少钉子，比如费了半天口舌对老乡讲，绿色防控

对农药化学品的应用、生物技术里面的核心要领、种群密度、粘稠度、黄腐酸……老乡一开始会表现得很困扰，

然后就不耐烦并产生心理排斥。后来我意识到，这是我沟通方式的问题，更是气候变化项目在农村落地时的切

入角度的问题。只有我们将当地村民的真实需求纳入目标，才能得到最好的激励和产出。”

为刘闯的合作社秸秆编制工艺项目牵线搭桥，正是周博士和同事们在这种认识上迸发出的灵感。云南思力在洱

源一带做了很多年的秸秆还田项目。由于秸秆还田要求比较细致的技术手段——比如堆沤技术，如果不够用心

就有可能堆沤失败，从而无法有效改良土壤，甚至会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有的老乡由于人力和劳力有限，

会抗拒使用更为麻烦的科学堆沤法。因此长期以来，秸秆还田的推广都是一项比较费力的工作。而在一次偶然

的机会中，周博士认识了陕西“巧娘草编”的专家，想到这种手段同样可以有效减少秸秆焚烧，她立刻给刘闯

他们介绍了这位专家。果不其然，秸秆编织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毕竟这是一项可以有效利用剩余劳力，在农

忙之余增加个体收入的活动。

类似的例子还有蚯蚓养殖制肥和青贮玉米技术。青贮本来是中国北方农村地区常见的一种畜牧业饲料。云南思

力在过去几年间将其引入到大理的奶牛养殖区，和当地老乡合作，在冬天用青贮玉米替代普通饲料，成为解决

秸秆问题的另一种手段。由于青贮饲料口感好，同时还能有效调节奶牛肠胃，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冬天

的产奶量，甚至可以提高奶质。尽管周博士和她的团队也要很辛苦地挨家挨户推广其中技术要点——比如严控

水份和盐分的比率，但青贮玉米的技术落地要容易很多，因为它给养牛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第一年我们做了一个村的 20 多户养牛户，成功了。第二年要求加入我们项目的变成了 50 多户。还有一个村

子的村长把自家烤烟房腾出来免费给大家储存青贮。慢慢地，一传十、十传百，像“新希望”这样的集约型养

牛厂也来找我们咨询”。这两年为了调节农业产业机构，周博士他们项目地的当地政府也开始推广青贮玉米种植，

并进一步引进了打包机。现在在当地，每年青贮饲料产量都在几十万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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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关系复杂。一方面，气候变化改变了农业的气象资源，影响着作物产量和种植制度，威

胁着粮食安全、农村地区的发展及农民的生计；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本身就是一项显著

的人类活动，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土地状况的变化可以对数百里公里外的气温和降雨产生影响；

不当的土地使用和管理方式——如为应对粮食减产而进行的耕地扩张，挤占了林业用地空间，造成土地退化，进

一步加剧全球变暖，形成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领域的核心命题（能源）及主要影响区域（城市）又意味着，不论是技术还是其他资源，都

不会集中在农村地区，农村和普通村民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能够得到直接的帮助总是非常有限。如果无法调动人

的能动性，只用政策强制调整，会令这些本来就欠发达的地区和人群更加被动，落后于整体发展水平。

而在云南大理，不论是秸秆编织合作社、大蒜禁种之后的其他转型尝试，还是青贮技术的推广，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

当地政府、NGO 等机构，还有很多像周博士这样的专家，长期以来都在试图将农民的生计、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与

产业转型共同纳入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的范围。这或许是云南大理及周博士他们这些年在田间地头的工作经验可

以提供给气候变化议题的一个启示：既然是人类的行为对地球气候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升温后果，其解决方案

最终要以人为核心，回到人的行为因素和需求中去，在适应中不断改进，发掘新的值得期许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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